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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定程度上，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取决于田野考古发掘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的发展。伴
随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由文化史研究向社会史及人地关系研究的转型，急需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方法、
技术与记录手段的探索。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借鉴和吸收欧洲平面发掘法的优点，改
进了探方发掘法; 注重考古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提高了考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构建田野考古
数据库，实现了考古资料录入与管理的电子化。这些新的尝试，对于全面推动吉林省田野考古 
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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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套木嘎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红岗子乡永合村西北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漫
岗中段，新荒泡的东岸，是一处典型的沙岗型遗址。遗址中部地理坐标为北纬45 
39'27. 5''，东经123 47'15. 1''，海拔约130—155 米，岗顶高出西侧水面约6—12 米。
遗址面积近141 万平方米，遗存密集区达55 万平方米。地表可辨遗物分属于新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辽金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遗存基本分布在遗
存密集区范围内，而密集区之外仅断断续续地分布有辽金时期遗存。该遗址于
1957 年调查发现［1］，此后李莲［2］、张忠培［3］、陈全家等先生［4］先
后做过复查。遗址于1999 年被确定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2014 年，
为全面推行国家文物局新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5］，在吉林省文物局
的直接领导下，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组建
―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采用―省校联合，三位一体‖的协同
创新模式，通过对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周边地区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及对遗址本身
的有计划发掘，努力推进基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遗址保护三方面的协调发
展。由于新操作规程虽然对考古勘探、发掘、整理与记录的方法做出了相关规定，
但在发掘方法上主要是提供了一些指导性的理念，故此次工作重点在发掘方法、
技术与记录手段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一、借鉴和吸收欧洲平面发掘法的优点改进探方发掘法 
 
(一) 平面发掘法的主要特点及操作流程 
平面发掘法( 也有人译为全面揭露发掘法) 是由法国考古学家安德雷·勒卢瓦古
朗(André Leroi-Gourhan) 所创制的一套旨在揭示人类活动面及人类行为的发掘
方法。这种方法于20 世纪70 年代初、中期兴起于法国，其后逐渐在欧洲大陆流
行开来，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一种主要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6］该方法的出
现，是建立在对之前流行的探方发掘法批评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最初主张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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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发掘法的学者，几无例外地指责探方发掘法只注意纵向上的地层叠压关系，
而忽视同一层面上诸多遗存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这恰恰是适应了聚落
考古兴起之后考古学家试图对考古发掘手段作出相应变革的需要。为便于观察和
分析同一层面上诸遗存的分布及相互联系，把握同一时期的聚落布局特点，该方
法对传统发掘手段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变更即是: 整个发掘区无论面积大小，皆
不再布设探方网格，不留隔梁与关键柱，统一按照可判断先后顺序的地层单位
(Stratigraphic Unit) 依次进行发掘，主旨在于尽可能完整地揭露出每一个较大的
层面。发掘区四壁可作为控制地层堆积早晚次序的剖面，也可根据实际需要随时
在发掘区之内留取判断地层关系的剖面。待具体问题解决，再打掉所留临时剖面，
继续整体向下推进。［7］ 
2001 与2002 年，中、法合作河南南阳龚营遗址的发掘，部分区域完全采用平面
发掘法揭露［8-9］，1999—2001 年，中、美合作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的发掘，
也借鉴了平面发掘法的编号与记录等手段。［10-12］2012 年夏，在后套木嘎遗
址的发掘中，为进一步与欧洲大陆流行的平面发掘与记录方法进行对比，我们在
遗址AⅣ发掘区南部200 平方米的区域采用平面发掘法发掘，具体工作由时在法
国巴黎第十大学留学的博士生文臻和在吉林大学留学的法籍博士生Pauline 
Sebillaud联合指导，与我们的发掘同时展开。这种方法的操作流程可归纳为如下
五个方面: 
(1) 依据土质、土色及相关性状，将发掘区内所辨识出来的每一种堆积及建筑层
面均区分为不同的地层单位。 
(2) 依地层单位出现的先后顺序编流水号。 
(3) 辨识地层单位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并分析诸地层单位之间的相对早晚。 
(4) 按由上至下、由晚及早的顺序对已辨识的地层单位逐个进行发掘。 
(5) 依据发掘结果对不同地层单位的性质进行判断，确认出堆积层、灰沟、墓葬
等功能单位。 
 
(二) 平面发掘法与探方发掘法的联系与区别 
众所周知，中国考古学自20 世纪30 年代殷墟发掘的中后期开始，已采用探方法
作为主要的发掘方法，此后不断探索并积累了大量处理复杂灰土堆积的经验与方
法。迄今所普遍采用的探方发掘法，在区分不同堆积的标准( 土质、土色) 、辨
识堆积先后顺序的方法( 依据叠压、打破) 、考古发掘的操作程序( 由上至下、
由晚及早) 等方面，都与当今欧洲流行的平面发掘法是基本相同的。而且，自殷
墟发掘开始，在历史时期考古遗址的发掘中，就已将揭露大型建筑的布局作为发
掘工作的一项主要目标。20 世纪50 年代，为了解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中国考
古还曾学习当时苏联的考古经验，对西安半坡［13］等遗址采用大规模揭露的发
掘形式，以揭示某一阶段的村落布局。此后类似的工作仍陆续开展。这些发掘工
作虽然在层位划分、测量和记录等方面仍依赖最初所布设的探方网格，但在到达
主要建筑层面时，打掉隔梁乃至关键柱，保证主要建筑布局的完整性，甚至着力
找寻遗址内各阶段的―地面‖［14］，作法显然与平面发掘法有相通之处。然而，
两种发掘方法的区别亦十分明显。 
首先，平面发掘法不布设探方，不留隔梁与关键柱，整体逐层揭露的发掘方式不
同于探方发掘法。探方发掘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流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这既与社会环境的长期封闭有关，也与测绘手段的相对落后以及便于利用隔梁运
土等因素有关。中国的田野考古直到很晚才普及全站仪全程测绘，许多地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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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较深的软遗址，如无探方网，既不便于观察、记录和测绘剖面，又不利于向
发掘区外运土，主要是客观因素制约的结果。当然，在业务熟练的专业人员相对
缺乏的情况下，采用容易控制的探方法发掘，也可避免过多的操作失误。 
其次，判断遗存单位功能的出发点和具体方式不同。中国以往采用的探方发掘法，
主要是利用平面辨识地层和遗迹单位，利用剖面确定某一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层位。
举例说，当我们在探方平面上画出一长条形的遗迹，且有一定宽度，头脑中多半
已凭借经验而判断出这可能是一条灰沟，就按照清理灰沟的方法直接操作即可。
而在后套木嘎平面发掘试验区内，当在平面上辨识出这样的长条形堆积时，发掘
主持者只将其视为一个地层单位，在其上每隔一段打一剖沟，通过若干剖沟的剖
面，确定这一堆积是否真是一条沟以及沟内堆积的分层情况。相比而言，我们以
往判断遗存单位功能的方式有更多先入为主的成分。 
最后，平面发掘法的编号体系不同于我们采用的探方发掘法。平面发掘法在发掘
过程中，先是将遇到的每一种依靠土质、土色辨识出来的堆积以及建筑层面都按
顺序编流水号(可以包含年度与发掘区编号) ，待清理进行到一定阶段，再根据
实际情况将几个Stratigraphic Unit (地层单位) 归属为某一类遗迹，并给出遗迹号
(Feature number) 。例如在南阳龚营遗址的发掘中，在发掘者依据发现顺序所编
出的一系列地层单位流水号中，最终认定第904 号单位是指一个灰坑的坑腔( 包
括坑壁、坑底) 本身，而第905 号、第925 号单位则分别是该灰坑内先后发现的
第一、二层填埋堆积。［8］而按照我们的编号习惯，假如将这个灰坑识别了出
来，就应该直接给它一个灰坑的编号，如H5，那么，坑内的两层堆积则可分别
编为H5①和H5②。从编号上即可对每一个堆积单位或建筑层面的性质一目了然。 
经过系统地比较，我们认为目前这两种发掘法各有优劣。平面发掘法的优点在于，
它可以摆脱隔梁、关键柱等对大范围观察和判断遗迹现象所造成的割裂感和阻隔
感①，更便于对主要建筑遗迹平面布局的整体把握。而且，将建筑本身或建筑层
面( 如灰坑的坑腔) 与建筑内的堆积分别编为不同的地层单位，有利于进一步区
分建筑的建造时期、使用时期和废弃时期。而不利之处，最主要仍是面对地层堆
积很深、叠压与打破关系复杂的遗址时，假如缺少经验丰富的直接操作者，发掘
的难度显然是比较高的。并且，尽管平面发掘法的整体编号体系并不缺乏分层、
分级概念，但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发掘过程中编列大量看不出与地层
和遗迹之间内在联系的流水号，琐碎而不易记忆，至少在现阶段是很难让大多数
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者所适应的。［12］ 
 
(三) 探方发掘法与平面发掘法相结合的尝试 
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中，我们尝试采用了探方发掘与平面发掘相结合的发掘方
法。 
(1) 针对后套木嘎遗址地层堆积连续且较为简单的实际情况，发掘采用逐层揭露、
逐层打掉隔梁的办法，力求揭露出同一层面上各类遗迹的完整分布状态，逐层向
下推进。 
(2) 发掘区边缘采用3 米长的钢管作为高界桩，一半打到地下，一半露于地表上，
便于随时根据标高恢复探方和隔梁，以利测量和绘图。 
(3) 对于延展范围较大的遗迹，根据实际需要留取若干剖面，以利掌握遗迹内各
部分堆积的存在状况。例如，对半地穴式房址的清理，我们一般采用在房址中留
―十‖字形隔梁的办法;清理已辨识出的灰沟，每隔一段距离就留一个小隔梁，便
于观察灰沟内不同部位的剖面。小剖沟或剖面的设置，应有助于了解遗迹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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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位、堆积状态及遗存的性质等。 
( 4) 在发掘过程中既按土质、土色区分出最小的堆积单位，按堆积单位记录和全
面搜集各类遗物，同时又注意建筑本身或建筑层面的编号和记录。清理过程中保
持遗迹内或层面上各类遗物的存在与分布状态，进而研究堆积的形成过程。 
三年来的具体实践表明，将探方发掘法与平面发掘法相结合，不仅能够满足2009 
年版新规程在发掘理念、记录方式与记录内容上的要求，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便于操作和掌握，在现阶段的中国田野考古中是值得推广而且有条件、有能力加
以全面推广的。但当务之急是加紧新型考古人才的培养和转换传统的工作理念。 
 
二、注重考古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提高考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通过相关技术人员的参与合作，我们在测绘、照
相、绘图、采样等方面开发和利用了几项新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 
 
(一) 采用全程全站仪测绘技术 
大约从20 世纪80 年代末期开始，全站仪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田野考古工作中陆续
得到应用。尤其是当采用平面发掘法发掘时，由于不再布设具有测量功能的探方
网，全站仪测绘较之其他测绘手段就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中国虽然从90 年代
中期之后也陆续开始在田野考古中运用电子经纬仪、全站仪等电子测绘设备，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由考古部门短期聘请专业人才，利用全站仪测绘遗址地
形图或布设探方网，也有少量考古工地在发掘过程中利用全站仪测绘遗迹图和出
土标本的三维坐标［15］，但极少能在发掘过程中利用全站仪全程测绘各类田野
用图。自2011年起，我们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中全程采用全站仪测绘技术，测
绘发掘区数字总平面图(包括所有遗迹单位的数字三维图像) 、数字剖面图以及
每个标本的三维坐标点、每个采样位置的三维坐标点。白天采集和记录测量数据，
晚间及时将测绘数据导入计算机，并以AutoCAD 软件绘制成图。这是国内田野
考古中采用全程全站仪测绘的为数不多的先例之一。 
 
(二) 全程应用数字化图像采集与处理技术 
在以往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中，考古摄影与考古绘图是两种几乎不发生关系的技
术。甚至在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中，二者也常常被当做两门独立的课程来讲授。
自2002 年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林雪川工程师即开始钻研数字化图
像采集与处理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课题，将考古摄影与考古绘图有机结合起来，
并先后在计算机器物制图、三维人像复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技术突破。［16］
在后套木嘎遗址发掘过程中，我们采用林雪川设计、组装的六翼航拍器与Pauline 
Sebillaud 设计的活头挑杆，全程、适时采集各类遗迹及发掘区全景的正投影图
像，继而利用Photoshop 软件的强大图像处理功能，根据考古制图的实际需要设
计出专门的―考古绘图工作区‖，通过截图、局部放大、增加反差、勾描轮廓等步
骤，最终将遗迹照片转变为可供发表用的线图，从而首次在中国的田野考古中实
现了发掘现场图像采集、处理与成图的一条龙数字化操作。其后，鉴于以
Photoshop 制作的线图是由像素密度所决定的光栅图(Raster) ，文件体积往往 
很大，且放大后图像容易变虚，Pauline Sebillaud 又尝试采用Illustrator 软件，将
各类遗迹的正投影照片绘制成矢量图(Vector) 。这种图像有明确比例，文件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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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且可无限放大，效果良好。 
 
(三) 系统采样与浮选 
为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土壤中所含各类遗物尤其是植物类遗存，在本次发掘中我们
采用了按堆积单位系统采集土样的技术。具体说就是在所有按土质土色所划分出
来的最小的堆积单元中，用同样容积的容器采集同样分量的土样(4 升) ，以最
大限度地体现所采土样在时间(分期或阶段) 和空间( 聚落内的位置) 上的代表
性。其中，地层和普通遗迹采用平面法采样，探方中每个地层与遗迹内每个小层
均割取同样分量的土样。对于面积较大的堆积单位，如房址居住面，则可采用网
格法抽样采样。具体做法是在居住面上拉出边长1 米的网格，以梅花式隔格采集
同等分量的土样。采集的每份土样除单独包装1 小袋( 50 毫升) 留待检测植硅石、
酸碱度等之外，均及时分组浮选并悬挂阴干。浮选样本由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
系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除采集系统浮选土样
之外，每年度的发掘中，我们还按相应的技术要求采集用于检测年代的炭样、用
于古DNA 检测的人骨与兽骨、用于环境复原的孢粉土样、用于分析古人健康状
况的墓葬中古寄生物土样等。其中孢粉土样的采集不同于浮选土样的采集，需选
择典型的文化层剖面，以柱状法自下而上逐层割取土样。层薄者仅取1 例即可，
而层厚者须自下而上多取几例。采样量一致，且须标明层位编号和距地表深度。
为开展必要的比较研究，还需在遗址边缘地带寻找理想的自然剖面，亦以同样方
法采样。墓葬中古寄生物土样的采集与分析，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早期人类肠内寄
生物及痢疾等疾病的一种新技术。［17］我们采用了剑桥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生物
人类学专业所设计的墓葬古寄生物土样采样流程①。对于墓葬中的每例人骨，要
求在骶骨孔( 共8 个小孔) 处采集最靠近骨面的土样10 克，在骶骨前方采集最
接近骨面的土样40 克。同时，作为检测时的比对标本，还需在该例人骨的头部
和脚部分别采集土样50 克。土样需分别密封包装。采集不同人骨与不同部位的
土样前，工具皆应事先以纯净水清洗。以上所有采样均需尽量避免任何方式的污
染，需及时按要求做好包装和记录，任何一个采样点皆应测取三维坐标。 
此外，2012 年发掘开始之前，我们与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联合，
用探地雷达与电阻仪对拟发掘区进行物理探测，通过将地表探测影像与发掘结果
相比对，证明以这两类科技手段探测普通村落类遗址的效果并不理想。尽管如此，
这也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2013 和2014 年的发掘中，我们还与吉林省测绘局
合作，尝试用三维扫描仪对大层面和重要遗迹单位进行了扫描和图像制作; 与沈
阳有色金属公司合作，对半地穴式建筑的边壁和动物骨骼作了纳米硅渗透加固实
验，这些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三、构建田野考古资料数据库实现考古资料录入与管理的电子化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文物保护事业
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考古发掘、调查工作的数量与规模持续以几何倍数增长。
面对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传统的田野考古记录及资料存储和管理手段已渐
渐难以满足对巨量资料的管理和利用需求，建设方便、快捷、高效的田野考古数
据库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当务之急。2009 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
已开始倡导考古资料录入与管理的电子化，并为考古调查、发掘、采样、测绘等
基本工作项目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记录表格。然而，由于数据库的设计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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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且常常受工作对象、工作条件、人员素质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所以，迄今为止，中国除少数几家具备条件的基层文博单位正在尝
试建设自身的田野考古数据库之外，尚未建立起具备行业标准的统一的田野考古
数据库。 
2011 年，受吉林省文物局的委托，我们依据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记
录格式，并结合―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研究基地‖的工作目标和实际工
作需要，设计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整理工作的记录表格，并以Filemaker 
软件制作成方便快捷、易于使用的―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18］此后又陆续
根据吉林省各地考古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增补和修改。 
目前已成形的数据库中，田野考古工作的记录表格总计包括系统调查记录表、考
古钻探记录表、探方层位关系示意图、堆积单位记录表、墓葬记录表(又分土坑
竖穴墓、洞室墓等分表) 、人骨保存状态记录表、灰坑记录表、房址记录表、城
址记录表、城墙记录表、城门记录表、夯土台基记录表、土堆记录表、窑址记录
表、其他遗迹记录表、采样记录表(含墓葬寄生物采样流程) 、摄像记录表、照
相记录表、全站仪设置记录表、全站仪测绘记录表等21 份。整理工作记录表格 
包括系统调查整理表、发掘记录登记表、绘图记录表、整理记录登记表、文物入
库登记表、陶片数量统计表、器形与纹饰统计表、陶片称量统计表、器物标本记
录卡等9 份。在新规程所提供的记录规范及格式之外，我们设计的数据库主要在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 
其一，在新规程中，考古发掘记录仅有一个―发掘记录表‖，内容虽然基本涵盖每
一堆积单位的土质、土色、包含物及遗迹的形状、结构、尺寸等必要信息，但对
田野考古中常见的各类遗迹缺乏记录内容的针对性。在后套木嘎遗址数据库的设
计上，我们在强调―堆积单位‖概念的同时，又修改并保留了1984 年版《田野考
古工作规程》及《考古工作手册》中所列灰坑、房址、墓葬等常见遗迹的记录要
点及相关表格［19］，从而更便于田野一线人员的接受、掌握和操作。 
其二，部分记录表格中的内容借鉴或参考了欧洲流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记录规范。
其中―人骨保存状态记录表‖，系由法国体质人类学家Henry Duday 和Patrice 
Courtaud 教授所设计［20］29-50［21］，并由曾雯与Pauline Sebillaud 博士翻译
和修改。此表的引入，填补了中国考古学以往在人骨现场观察和记录内容方面的
诸多空白项，对进一步观察和分析死者的埋葬过程、埋葬行为、埋葬习俗以及后
期扰乱活动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对尸体在下葬前是否曾经捆缚、摆放尸
体时头下是否置有枕具等等，都是以往田野发掘记录中常常被忽略掉的记录项目。
尤其是此表中所配―人骨保存状态示意图‖，通过现场观察和填涂，可直观、形象、
简洁地表现人骨各部位是否移位、是否破碎等存在状态。可以说，此表是一个非
常实用的田野考古记录表，值得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进一步推广。此外，在
堆积单位记录表、采样记录表、系统调查记录表中，也借鉴和参考了欧洲田野考
古中的部分记录项目。［22］53-148［23］70-89 
其三，吉林省境内存在大量高句丽、渤海及辽金时期的城堡类遗址，此类城址的
调查和发掘已逐渐成为吉林省田野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无论是新、老规程还
是《考古工作手册》中均未曾就城址的发掘设计过标准统一的记录表。为满足实
际工作的需要，2014 年8 月，我们在后套木嘎遗址举办吉林省考古领队现场研
修班，通过相互交流和认真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为数据库新设计了城址记
录表、城墙记录表、城门记录表、夯土台基记录表、土堆记录表等表格， 
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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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田野考古数据库的建设和推广利用，对于提高吉林省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已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上我们对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在方法、技术与记录手段方面的尝试作了初步总结，
旨在以有限的工作尽可能扩展获取遗存的广度与提高获取遗存的质量，从中萃取
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的信息。纵观考古学史可以发现，考古学理论与思潮的
每一次大的发展，几乎都与从遗存中提取信息的方法和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这显然是与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强的学科特点分不
开的。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正以崭新姿态走向世界，在田野考
古工作中，学习世界考古学的前沿技术与方法，努力提高我们自身获取考古信息
的能力，是实现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的至关重要的途径。为此，还需要
我们每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继续积极探索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的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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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avation of Houtaomuga Site in Da‘an City: New Methods，
Techniques and Recording 
WANG Lixin，Pauline Sebillaud，HUO Dongfeng 
Abstract: To some extent，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l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ieldwork such as archaeology excavation methods, techniques and recording. 
Archaeolog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cultural-historical 
research to a research on society and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and thus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to pursu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thods of fieldwork. The 
excavation project of the Houtaomuga site in Da‘an city, Jilin province, adopted the 
European open-area excavation methods，thus improving the square excavation 
method. New archaeological techniques are developed and used for the sake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rchaeological work. A database of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was constructed，thus data administration is digitized. These new efforts are highly 
important and have a practical meaning for largely promoting the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in Jilin province. 
Keywords: Houtaomuga site; open-area excavation method; systematic sampling; 
database of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